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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如何连接市场和社会？对这一问题的不同

理解，决定了社会福利领域不同的政策响应机制和

创新路径。既有研究表明，在新治理情境下，地方政

府基本沿着代表集权方向的“行政雇佣制”和代表分

权方向的“项目外包制”两种逻辑进路展开公共服务

社会化的在地探索。这两种进路不仅体现了公共服

务供给中集权与分权的不同思路，也构成为当前政

府供给公共服务方式的两种重要的理想型。本文着

眼于对“行政雇佣”和“项目外包”两种不同的政府购

买服务模式在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演化机制进行

探讨和研究。

借用契约经济学中有关雇佣制和项目制的概

念[1]，所谓“行政雇佣制”，是指代表国家行使公共权

力的政府部门以委托人身份，设置专门岗位编制，雇

佣具有特定岗位资质和职业能力的基层代理人，以

完成行政任务、提供社会服务的一种制度安排。中

国明清时期的保甲长、里甲长、乡约组织、士绅精英、

首事地保等[2]，民国时期的营利型经纪人[3]，以及新中

国成立后以体制代理人身份出现的农村地方精英、

村组干部[4-5]和城市社区居委会干部、城管、辅警等半

正式化群体[6]，作为地方基层政府的代理人，是对行

政雇佣制逻辑的具体实践。毋庸置疑，在上述行政

雇佣人群中，基层政府充当了有别于私人企业的、多

任务的、具有多重委托代理关系的委托人角色。由

于学界对基层“代理人”的身份和指代问题众说纷

纭，为便于研究，本文所聚焦的基层代理人特指在

“行政雇佣制”前提下由地方政府设岗定责，直接聘

用的、非正式编制内的社区(社会)工作从业人员，主

要指社区工作者或社会工作者这一新型的社区代理

人①。由于行政雇佣制特别注重从业人员的原生地

和本土性，这一群体被赋予了一定意义上的“保护型

经纪人”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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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在新型社区代理人大规模推广的

同时，“项目外包”作为国家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一

项基本政策工具，也成为地方政府优化服务供给的

另类选择。所谓“项目外包制”，是指国家实施分税

制改革后，以政府“条线”部门为依托，以“项目”外

包为载体，自上而下地分配和转移财政资金[7]，旨在

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和社会福利水平的一种机制，这

种机制具有浓厚的新公共管理主义色彩。有学者

指出，项目外包制“不单指某种项目的运行过程，也

非单指项目管理的各类制度，而更是一种能够将国

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层级关系以及社会各领域统

合起来的治理模式，是新双轨制的增量部分[8]”。在

运作模式上，项目制包括国家部门的“发包”机制、

地方政府的“打包”机制和村庄的“抓包”机制等，不

同的制度机制有着不同的制度逻辑和行动策略 [9]；

在具体内容上，项目外包涉及的主体、层级和领域

颇为广阔，上至中央、下至街道(镇)政府，大到国家

脱贫攻坚、小到社区空间营造，似乎都可大显身

手。本文所聚焦的项目外包领域仅指地方政府向

第三方社会力量购买社区公共服务(社会工作服务)
的组织机制和政策行为。由于承包内容的特殊性，

社会公共服务项目外包下的受托方多为非营利性

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非营利

型经纪人”的角色(相对于杜赞奇的“营利型经纪人”

概念)。
一、“行政雇佣制”与“项目外包制”的比较优势

及困局

一个有趣而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同样是政府购

买公共服务，为什么会存在“行政雇佣制”与“项目外

包制”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换而言之，“行政雇佣

制”和“项目外包制”各体现了什么样的制度优势？

它们对地方公共服务带来了何种程度的影响？

(一)“行政雇佣制”及其制度后果：由“保护型经

纪人”沦为社会控制的工具

主张“行政雇佣制”的观点认为：在大城市基层

治理任务要求高、考核零容忍、资源软约束、经济强

激励背景下，社区党委、居委会、公共服务工作站

“三位一体”的行政雇佣制模式对于实现社区工作

者的角色复合和政府公共服务资源的集约利用具

有综合优势 [10]。为了提高服务绩效，地方政府通过

组织管理、财权上移、群众监督、自我规训及经济激

励等方式，有效解决了非正式干部群体的代理人困

境 [5]。其在更高层面的战略意义则在于：作为社区

运转的主体和居民利益的代言人，社区工作者是我

国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从个体专

业品质、专业服务、构建政社沟通机制多个层面提

升社区工作者的能力，塑造一个能够集结“最美社

区工作者”“专业社工”和“社会工程师”形象的基层

代理人[11]。

与正面支持者相比，更多学者则表达了对“行政

雇佣制”内含的角色身份上官民二重性的隐忧。在

中央政府不断强调社区公共服务和居民自治，地方

政府不断强化对社区工作者重组和控制的双重政策

诉求下，社区工作者既是所谓的专职工作者，又是居

民自治的领袖，还是街道聘任的合同工，多重身份拉

扯下只能发展出一套突破建制力量的工作策略 [12]。

这种“策略”一方面表现在社区工作者的“情绪劳动”

上。社区工作者因其“准行政化”的组织身份承载着

社区居民对基层政府的服务诉求，同时又承载着政

府期望并受其委托向社区提供公共服务，其角色和

功能的官民双重性决定了社区工作者情绪劳动的复

杂性，包括表层扮演、谋求组织发展中的深层扮演和

邻里社会里的真实表达[13]。另一方面表现在社区工

作者的相机权变上。地方政府透过行政化的收编，

不断增加对社区居委会的任务下派，身处其中的社

区工作者面临作为居民“头”和政府“腿”的实质困

境，通过“假戏真做”、编造文本和人情手法应对社区

治理情境。国家企图用专业证照考试规训社区工作

者，使其成为专业性的基层官僚，但这一设想与社区

的实际工作相去甚远[14]。

质言之，由于地方政府直接参与管理，“行政雇

佣制”势必会产生对官僚制的路径依赖。在强有力

的行政监控下，社区代理人肩负着社区稳定的管理

者、行政任务的执行者、社区发展的建设者、社区服

务的供给者、居民利益的代言人、社区各组织关系的

协调者等多重角色。各种功能的叠加和超载促使社

区代理人只是披着“保护型经纪人”的外衣，最终沦

为国家遥控社会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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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外包制”及其制度后果：从“非营利型

经纪人”滑向“营利型经纪人”

公共服务项目外包被认为是伴随新公共管理主

义浪潮而兴起的现代社会治理趋向，近年来在经济、

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大有高歌猛进之势。支持“项

目外包制”的论者指出：分税制改革导致地方政府的

“财权”与“事权”不对等，国家解决此问题的关键是

实行公共服务的项目化运作，让大量地方建设以专

项资金的方式操作，形成以财政为核心的项目管理

机制[15]。由此出现了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

行为，即政府将原来直接提供的公共服务事项，通过

直接拨款或公开招标方式，交给有资质的社会服务

机构完成，最后根据择定者或中标者所提供的公共

服务数量和质量，来支付服务费用 [16]。由于项目制

注重对既有科层体制的超越，其竞争性授权有别于

计划体制下的固定分配[17]，因而具有权责归属清晰、

技术性强、灵活性高、适用范围广等优势，通过服务

外包，有助于提升效率，激发社会活力，为社会治理

能力拓展新的空间 [18]，有利于扭转政府主导社区建

设进而过度行政化的局面。

公共服务“项目外包”风靡一时，但其在治理目

标专项化、权责运作条线化、程序规范技术化之外也

衍生了一系列“意外后果”，同样需要引起重视。其

一，项目外包运行机制不健全。公共服务采购管理

制度、购买过程、绩效评估标准、服务监督体系等均

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大部分项目外包公共服务成

效一般 [19]。其二，项目外包过程受到既有权力侵

蚀。复杂的街区权力关系限制了专业社工深度嵌入

社区治理，使得专业社工被吸纳到街道的权力网络

过程中产生了外部服务行政化、内部治理官僚化和

专业建制化过程 [20]；政府购买服务呈现出以体制内

需求为导向、就近圈内购买以及悬浮于社区治理网

络等特征，致使社会组织赖以发展的重要制度条件

缺位 [21]。其三，项目外包落地过程遭遇“水土不

服”。由于参照技术治理的运作逻辑，社会组织承接

项目在落地实施过程中与社区拼凑应对的综合治理

逻辑迥然有别，继而产生了结构张力[22]。

质言之，“项目外包制”更加强调事本主义原则，

从目标设定、规则制定、项目发包到验收方案都有一

定的标准和规范，力图做到“专项目标明确、资金分

配平衡、预算结构清晰、过程管理严格、程序技术合

理、审计监督规范，具有明显的专家治国倾向”[8]。一

方面，正是这些约束性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反而遮蔽

了其逐利倾向，极易发生滑向“营利型经纪人”的危

险；另一方面，其过于刻板僵化的指标评价体系、项

目资金的滞后性等问题，使其往往“脱嵌”于地方知

识语境和社会结构“场域”，割裂了基层治理与地方

社会的嵌入性关联，呈现出偏离社会治理目标的意

外后果。

(三)迈向“第三条道路”：复合型政府购买公共服

务的诞生

由此看来，无论是“行政雇佣制”抑或“项目外包

制”，都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内在缺陷和痼疾。鱼和

熊掌不可兼得吗？显然，学术界对此尚未有有力回

应。上述比较分析启示我们，“行政雇佣制”适用于

常规设置的组织机构，在追求社会治理的地方性、政

治性、常态化、综合性、稳定性(基层政权)方面更具优

势；“项目外包制”则适用于非常规设置的组织机构，

在强调临时性、紧急性、专业性、灵活性、规范化服务

方面更有优势。基于此，“行政雇佣制”依附于原有

的制度体系，地方政府在区域公共服务供给中除了专

业治理需求，还有行政权威和基层政权稳固的制度考

量，因而内在地蕴含了社区代理人多重身份和角色的

冲突。“项目外包制”嫁接于既有的官僚体制，其对于

规范化、标准化、理性化的过度追求，使其难以融入

地域社会文化结构，最终虎头蛇尾、华而不实。可

见，两种模式均有可取之处，但又都存在不同程度的

制度失灵。如何在不同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模式间

平衡和取舍？是否存在一种更为契合多方诉求的

“第三条道路”？抑或在既有模式的基础上，交汇融

入其他模式的新鲜元素，以弥补现有模式的不足？

笔者将这一“理想型”称之为复合型政府购买公

共服务模式(此处主要指政府购买社区社会工作服

务)。所谓复合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在既有“行

政雇佣制”和“项目外包制”模式基础上，通过对社区

基础组织机构进行功能重组和主体再造，建构一种

能够集合岗位和项目双重优势，植入行政和专业双

股力量，同时释放市场和社会多重活力因子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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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复合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模式的出现和兴

起，是近年来地方政府在对已有治理经验进行总结、

反思和改进的基础上，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二

次”转型和升级。后文将以广东“双百计划”和杭州

“项目社工”为例，对复合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社

会背景、演化路径、运作机制和组织优势展开详述。

之所以选择两地，在于二者兼具“行政雇佣制”和“项

目外包制”双重特质：广东“双百计划”正在经历由

“项目外包制”向“行政雇佣制”的过渡，杭州“项目社

工”则遭遇着由“行政雇佣制”到“项目外包制”的转

型，二者总体上都呈现出一种治理结构的包容度和

多样性。

二、案例呈现与比较

(一)广东“双百计划”：由“项目外包”向“行政雇

佣”过渡

1.项目外包时期的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以下简称

“家综”)模式

广东省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地区发展模式最具

代表性的是广州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广州2008年首

次推出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社会服务，起初以购买

专项服务为主。2010年，在考察新加坡、中国香港等

地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建设“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购

买“综合服务”的本土社会工作发展策略。2011年广

州市出台《关于加快街道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建设的

实施办法》，正式从制度层面规定了“家综”建设的合

法性。主要做法：政府根据财力和社会需求，划分不

同的服务区域，设定相应的服务指标、人员配备、经

费标准等，向社工机构购买“113X”综合服务项目。

即：“1”个核心项目——强化党建引领社会工作服

务，“1”个重点项目——突出辖区居民群众最迫切、

最需要、最直接的社会工作服务，“3”个基础项目

——夯实家庭、长者、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X”个特

色项目——提供多样化的社会工作服务[23]。按照相

关政策要求，中标机构至少配备14名专业服务人员，

以街道“家综”为依托，以项目为媒介，以社区为平

台，整合社区资源，提供专业服务。2019年之前每个

“家综”每年配备200万元经费，之后每年配备240万
元，每 5年为一个服务周期②。截至 2014年，广州完

成了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第一个3年周期，全市

“家综”共计171个，分布在各个街道[24]。在“家综”服

务模式中，政府是发包方，社工机构是承包方，“3+X”

综合服务项目是发包内容，地方政府设计出了一套

从财政预算、政府采购、合约签订、资金拨付到财

务审计的总体制度。这种由地方财政设立专项经

费，通过培育专业社会服务组织，进而介入社区治

理场域的间接控制策略，呈现出典型的“项目外包

制”特点。

然而，已有研究表明，经过多年发展，“家综”服

务成效似乎并不理想。在过渡治理情境下，消极的

自由裁量权与社会工作的半专业化发展结合在一

起，社服组织选择了“活动化”和“指标化”服务供给，

令社会服务处于创新和碎片化之间，导致社会服务

陷入困境 [25]；王燊成、岳经纶的研究表明，社会组织

的不同起源对其服务递送效果影响显著，街道背景

的自主性、专业性不足，高校背景的灵活性欠缺，企

业背景的居民认同感、信任度低，似乎没有一类组

织能够完美胜任[24]。白锐、郑一凡则指出，在政府购

买社会服务初期，合法性约束强，资源约束弱，政社

关系疏离；后期，资源约束强，合法性约束弱，政社

关系转变为嵌入，但权力与控制的约束则贯穿全

程，政社关系呈现出“疏离—嵌入”的状态 [26]。同样

实施项目外包模式的深圳也遭遇了社工高流失率、

社工机构欠薪等政策失灵 [27]。可见，政府购买公共

服务产品“公共性”的扩散，极易被市场运作的趋利

性和科层规制的合法性悄然拆解，继而带来“责任空

心化”风险[28]。

2.行政雇佣时期的“双百计划”模式

“双百计划”或许正是对“家综”服务模式反思的

产物③。“双百计划”是“广东省双百镇(街)社会工作服

务五年计划”的简称。广东省自2017年起连续5年，

每年投入5000多万元，在粤东西北地区和惠州市、肇

庆市、江门市等地建立 200个镇(街)社工服务站，设

置近 1000个专业社会工作岗位，孵化 200个社会工

作与志愿服务组织，培育 10000名志愿者，开展社会

工作服务 [29]。在制度设计上，依靠行政力量自上而

下推动，贯通了省、市、县(区)、镇(街)、村(居)五级，并

通过专题培训、工作指示、视察调研、带头示范等强

化组织动员；在站点选择上，坚持“落在村居、问题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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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和方便群众”三个原则；在服务方式上，强调驻扎

社区，融入群众，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简称“三

同”)；在服务执行上，按照“53111”模式(五年愿景、三

年规划、年度计划、月计划和周计划)反向设计；在专

业质量上，由高校专家提供资源支撑，强调“协同行

动者-社工”双重能力建设[30]；在社工任用上，参照公

务员招考模式，由广东省民政厅统一发布招聘信息

组织招录后，与当地乡镇(街道)政府依法签订劳动合

同，组建社会工作服务队伍，设立社工站[31]。仅就劳

动和人事关系而言，“双百计划”具有浓厚的“行政雇

佣制”色彩。三年来，广东省1737名社工和近100名
专兼职督导穿上“双百蓝”，奔赴全省 19个地市 407
个社工站，共探访走访30万人次，协助核准民政帮扶

对象 8万多人，推动群众参与公共事项 6万余项，培

育志愿者5万多人，打通了为民服务的“最后一米”④。

图1展示了“双百计划”的大体组织实施路线图，

由原来“家综”时期的“地方政府→社工机构→社会

工作者→家综中心→社会公众”路径向“地方政府→
社会工作者(专业督导机构)→社工服务站(点)→社会

公众”路径演化。

由于这一模式刚起步，学界著述不多。仅有的

文献资料表明，作为一种崭新的“行政雇佣制”模式，

“双百计划”已经初步彰显出其无可比拟的制度优

势。陈涛指出“双百计划”突出社区路线，回归了社

会工作的社区传统，社工们在社区落地生根，从群众

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新时代群众工作的一种形

态⑤。卓志强等则认为，“双百”社工在乡村社会治理

中发挥了政策输送者、个案管理者、社会整合者、阵

地盘活者、服务整合者及参与引导者六种角色，具体

涉及“服务治理”和“社区发展”两个维度，前者聚焦

于民政困难群体，通过“个案管理”，逐步辐射一般人

群，召唤集体意识；后者围绕社区公共议题，盘活服

务阵地、重建社区关系、引导公共参与等，推动居民

的主体性生成[30]。

(二)杭州“项目社工”：由“行政雇佣制”向“项目

外包制”转型

1.行政雇佣时期的“全能社工”

杭州 2008年全面启动了社区组织体系改革，实

行社区党组织、居民委员会、公共服务工作站“三位

一体”的社区管理模式⑥。该模式对社区工作者的决

策层实行交叉任职、分工负责，即社区党组织书记兼

公共服务站站长，居委会主任兼副站长；社区工作一

般成员实行全员全职、一岗多能，居委会成员和专职

社区工作者都是公共服务工作站人员，承担社区管

理和服务的双重角色 [10]。受这一模式影响，社区工

作者在基层实践中经常被官方赋予“全能社工”的角

色期待。2009年杭州出台的《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

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将社区工作者纳入“社会工

作者”职业序列，规定新入职的社区工作者均须参加

“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并在两年内取得《社会

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以加快本土社区工作者的专

业化进程。2011年《关于调整杭州市社区专职工作

人员工资福利待遇的通知》规定，对取得高级、中级

和初级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证书，并从事社区社会工

作(每年有个案研究)的人员，每月分别给予 600元、

400元、200元职称津贴。在人事和组织关系上，社区

工作者由下属各区自行组织公开招聘，由具体用工

单位街道办事处按照企业合同工进行管理，但与此

同时他们又是市、区组织部门和民政部门共同设定

的社区“在编人员”，属于典型意义上“行政雇佣制”

下的社区代理人。

为了提升专业服务水平，早期在社区工作者的

培养上，杭州采取了“存量提升”(将社区居委会原生

人员视为准社会工作者，通过在岗在职培训和继续

教育转化为专业社会工作者)和“增量引进”(在社会

化招聘中实施专业加分政策，优先聘用具有专业背

景和持证的社会工作者)两种路径，后期尝试在社区

居委会下内设社区社会工作室。据统计，2017年杭

州11304名专职社区工作者中，取得社会工作职业资

格证人数达 5082人，总体持证率达到 44.96%，占全

市持证人数 70%，注册和备案的社区社会工作室达

1128家。但这不过是一种“假象繁荣”。由于一岗多

图1 “双百计划”组织实施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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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交叉任职的岗位设置方式，内在地期待社区工作

者朝着全能方向发展，这与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发展

要求背道而驰，极易混淆社区工作者的角色认同。

尽管杭州对持证社区工作者每年发放职称津贴，但

受行政化影响，真正从事专业服务的人寥寥无几；社

区社会工作室基于行政命令创设而成，并且由社区

工作者兼任，大多空转而沦为“僵尸型”社会组织。

如侯利文所言，国家为了实现有效治理，通常采取理

念渗透、组织渗透、程序渗透和服务渗透等多种路径

不断将触角伸向基层，将居委会改造成为自己在社

区的“代理人”[32]，杭州“全能社工”正是采取了这样

一种本土化和行政化色彩都较为浓厚的“行政雇佣

制”形式，具有显著的行政吸纳和社会控制意图。

2.项目外包时期的“项目社工”

为了摆脱行政管控对专业服务的侵扰，2015年
起，杭州市下城区率先在全市探索“项目社工”的转

型之路。所谓“项目社工”，是对项目社会工作者的

简称，指政府出于优化社区治理体制、丰富社区服务

供给、回应社区多元诉求的政策考虑，将社区工作者

作为发展社会工作的生力军，以政策倡导和待遇保

留方式，对“行政雇佣制”下社区组织体系中的社区

工作者进行转化提升，鼓励其利用社会工作知识和

技能，创办社会组织，组建专门团队，认领服务项目

的一种孵化方式，被业界誉为“戴着救生圈游泳”。

该区《关于推进社区工作者向社会工作者转型有关

工作要求的通知》提到，“各街道按照专职社区工作

者总人数的8%～10%确定转型社工总人数。同时，

结合社区工作实际以及居民群众服务需求，形成若

干个转型项目，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交由转型社区

工作者组成的社会组织或专业社会工作室承接。转

型社工的项目经费按实际情况确定，人员经费按每

人每年10万元标准配备。保留转型专职社区工作者

身份、培训、疗休养、体检以及有关政治待遇，从事转

型项目工作时间计入社区工作时间”。政策推行以

来，下城区共有43名转型的项目社工，由其成立的社

会组织和专业社工机构共 17家。通过“专业化+市
场化+社会化”的运作模式，项目社工承接了市、区、

街道级社区公共服务和公益创投项目200来个，项目

资金上千万元，打开了社区工作者向专业人才转型

的另一绿色通道。如下城区CLYJ社会工作发展中

心和QDYX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的发起人均由社区工

作者转型而来，机构成立后，先后开展了各种社区服

务和活动上千场，受益人群上万人次，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效应。

图2展示了“项目社工”的组织实施路线图，由原

来“全能社工”时期“地方政府→社区居委会→社区

工作者→社区服务中心→社会公众”路径向项目外

包时期“地方政府→社工机构→社会工作者→社区

服务中心→社会公众”路径演化。

长期以来，由于“行政雇佣制”的社区发展模式

在杭州广为推行，当地社工机构普遍规模较小，呈现

原子化、碎片化发展样态，组织发育度与广州、深圳

不可同日而语。杭州经常活跃于社区治理一线，能

够常态化、规范化运作的社工机构屈指可数，平均专

职人数寥寥无几，仅能勉强维持生存。在社工机构

发展普遍羸弱、自我造血功能不足、社会工作认知度

不高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借助政策杠杆，实现了政

府、社区工作者、社工机构的联动共建和多方共赢，

政策的“松绑”也在无形中激发了社会活力。对地方

政府而言，既优化了本土社会组织的服务规模和质

量，提高了社区服务的专业性，还确保了社工机构发

展的政治方向；对于“项目社工”而言，福利待遇以政

策文件的形式予以保障，既解除了后顾之忧，又摆脱

了来自行政的干扰，使其能够心无旁骛做服务；对社

工机构而言，由于当事人大多具有居委会工作背景，

长期的群众工作经验使其对社情民意了如指掌，天

然的本土色彩和民意基础令之在社区服务中比外引

的社工机构更接地气、更有底气。

(三)“双百计划”和“项目社工”的比较优势透视

总体而言，广东省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模式经

历着由“项目外包”的家综模式向“行政雇佣”的“双

百计划”转变。就其酝酿和诞生历程来看，属于政府

图2 “项目社工”组织实施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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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协力、行政与专业合作的产物 [30]。诚然，“双

百计划”有着诸多政策考量，但其精神要核仍然是

“项目外包制”和“行政雇佣制”的高度合体，在更深

层面的意义或许在于政府借助直接控制专业技术人

员嵌入社区治理的方式，来实现社会工作专业化、本

土化以及建制化的集合优势。政府由原来向社工机

构发包转向直接聘用和管理社会工作者，并辅以代

表专业力量的高校专家作为督导支持，体现出自外

而内向体制内嵌入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复归

体制内传统的倾向。与“双百计划”相比，“项目社

工”仅在杭州的一个城区进行试点(目前正酝酿向全

市推广)，尝试从“体制内”走向“体制外”，颇有“螺蛳

壳里做道场”味道，但无疑这也代表了一种新生力量

的破土而出。其跳出既有的“行政雇佣制”窠臼，带

动了一股自内而外冲破既有建制藩篱的力量，催生

了一批兼具本土特色和市场属性的社工机构，为社

会组织的在地化和社区服务的专业化注入了新鲜元

素(二者对比详见表1)。
尽管两地在具体的演化脉络上看似南辕北辙，

但都蕴含和折射了地方政府丰富的改革设想与决策

智慧。首先，二者都没有完全否定既有的政府购买

公共服务模式，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嫁接或改

良，体现出社会工作发展“双轨并行”。如广东省对

社会工作发展的母体“家综”模式依然保留，杭州“三

位一体”的“全能社工”模式也仍然占据主流。其次，

与旧有模式相比，新的服务模式更加富有灵活空间，

如广东的“双百计划”对于专业督导力量的重视与保

留，杭州的“项目社工”则保留了社区工作者的福利

待遇和岗位编制，都是代表科层组织的政府与代表

社会力量的社会组织的空间让渡，从而达成一种弹

性调适和协同共变。最后，两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的演化路径提示我们，无论“行政雇佣制”还是“项目

外包制”，既往过于单一、集中、僵化的政府购买服务

模式也许已经不再能完全胜任经济社会转型期新型

政社关系的运转需要，建设一种全新的政社关系生

态链势在必行。

三、超越抑或扬弃：复合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何

以兴起？

增进和改善民生福祉、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是

市场化改革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天然使命。但在

政策转换过程中，“行政雇佣制”和“项目外包制”显

然均未能完满兑现其初始“承诺”，进而呈现出一定

程度的“制度失灵”。实践证明，过度强调行政化和

全能式服务，市场和社会参与主体的活力将被抑制，

社会福利供给可能面临重复低效、死水一潭；反之，

如若脱离政府主导和行政支撑，社会福利供给又将

陷入舍本逐末的境地。

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政府购买公共

服务所直接面对的社区服务场域，有着最为庞大、异

质、广泛的社群结构和利益复合体，其蕴含了包括受

众——安居乐业、政府——政权稳固、社会组织——

市民社会生长等在内的多种价值诉求。相应地，在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实然场域中，社会福利、行政控

制与专业价值成为制约和影响其制度生成的三个重

要因素，同时也构成了看似一致实则矛盾的三维互

动体。社会福利对应居民群众这一利益主体，代表

社会受众的广泛利益，在国家宏观层面表现为社会

公共资源的公正有效配置，在微观个体层面则表现

为特殊领域或特定人群服务需要的满足，它遵循公

平普惠原则，追求社会总体福利水平和公共价值的

最大化。社会福利既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客观动

因，也是主观目标。行政控制对应于地方政府这一

利益主体，代表了政府的组织和决策意图，遵循效率

最大化和政治合法性原则。无论是广东代表“项目

外包制”的“家综模式”还是杭州代表“行政雇佣制”

的“全能社工”，其制度初衷是公共服务质量的显著

优化，但现实中行政管控往往成为更加重要的约制

性因素。专业价值对应于社工机构(社会工作者)而
言，代表的是公共服务的行业自主性，遵循知识权威

性原则；作为培育市民社会专业力量的代表，社工机

亚类型

项目外包制

行政雇佣制

母体

家庭综合服务中心

“三位一体”社区组织体系

复合体

双百计划

项目社工

演化策略

体制内嵌入

体制外分流

复合路径

自外而内

自内而外

运作模式

行政雇佣+专业督导

项目外包+行政保障

表1 两种不同类型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政策演化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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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社会工作者)以自身的技术知识和专业理想作为

安身立命之本，但若过度以“专业”自居，势必面临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处境。概言之，社会福利、行

政控制和专业价值分别对应居民群众、地方政府和

社工机构(社会工作者)三类不同的利益主体，并沿着

普惠公平性、效益最大化和政治合法性、知识权威性

等逻辑进路在各自的场域里发挥作用。

社会福利、行政控制和专业价值之间的内在张

力在“行政雇佣制”和“项目外包制”中均有不同程度

的体现。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购买公共服务提供社

会福利，另一方面则依赖基层代理人或社工机构对

社会尤其是弱势群体进行管控。地方政府需要借助

社会力量向下渗透自身的行政权力，社会力量则需

要依靠地方政府向上汲取资源发展壮大，双方构成

了互相仰赖、互为借力的关系。就政府购买公共服

务的根本性质而言，无论从“行政雇佣制”转向“项目

外包制”，抑或从“项目外包制”转向“行政雇佣制”，

无一不体现了政府公共权力“收”和“放”的自动伸缩

过程。广东由“项目外包制”下的“家综”模式向“行

政雇佣制”下的“双百计划”过渡，体现的是行政权力

从“放”到“收”的过程，杭州从“行政雇佣制”下的“全

能社工”向“项目外包制”下的“项目社工”转型，意味

着行政权力从“收”到“放”的过程。在一“收”一“放”

中，复合型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得以催生，新型政社关

系得以调适。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复合型治理模式的兴起，是

地方政府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在新的社会历史条

件下重新审视社会福利、行政控制、专业价值三者间

的内在关系，充分考虑社会化、行政化和专业化多方

利益诉求所做出的政策响应。具体实践中，往往以

原有运作成熟的模式为主导，再整合性导入其他模

式的某一个或某几个关键要素，“嫁接”到原有模式

中去，形成以协作为基础的包容性联动服务供应格

局。就基层实践而言，这一模式至少蕴含以下优点：

一是购买方式机动化。将常态化服务与临时性需求

相结合，灵活采用市场化、非市场化、行政雇佣、项目

发包等多种手段，推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结构要素

的交叉融合与最优组合。二是资金来源多样性。将

公共财政收入的二次分配与三次分配相结合，依托

专项资金、福彩公益金、民生微实事、公益创投、社会

募集等多种筹资渠道，逐步扩大公共服务资金来源，

拓展了社会服务领域和空间。三是权力中心多元

化。由于混合、多元、弹性的政府购买服务模式更能

适应转型期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在复合型治理模

式中，政界、商界、实务界、学术界多方话语主体积极

寻求社会福利、行政控制和专业价值的利益平衡点

和最大公约数，各司其职、优势互补，协同推进社会

治理和服务的转型升级。

四、结束语

治理结构扁平化、治理目标多重性、治理主体多

元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主流，社会治理情境的复杂

性决定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模式的多样化诉求。由

社会治理的需求端到服务端，再到资源端，除了财富

(资源)的分配以外，还伴随着有公共权力的演化和再

分配。长期以来，“一收就死，一放就乱”成为地方治

理的难题。国家不断在“收权”和“放权”之间取舍，

似乎陷入了一种治理“怪圈”，于是形成了“强国家-
强社会”“强国家-大社会”的理论呼声。

面对集权与分权的两难困境，如何另辟蹊径，在

两者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动态平衡？复合型政府购买

公共服务模式的兴起，确立了一种由体制(行政雇

佣)、市场(项目外包)、社会(社会组织参与)三轨运行

的治理逻辑，进而推动基层社会的结构性变迁，是对

既有经验模式的纠偏和扬弃。本文所呈现的“双百

计划”和“项目社工”案例，在一定程度上即是放权和

收权高度统一、政治和社会有机统合的产物。其所

诠释的新型政社关系，不是非此即彼、一一对应的，

而是并行不悖、多元共生、互促共荣的治理生态链；

其所体现的新型“三轨制”及其治理逻辑，也将逐步

渗透到更多的社会生活领域，为我们解密基层治理

“黑箱”提供一个新的窗口。

尽管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复合的具体路径不一，

但其内在价值与精神内核殊途同归、异曲同工。尽

管其背后仍然不可避免地蕴含着基层治理结构的兼

容性、代理人角色身份的矛盾性、社会公共服务的专

业性等复杂困境，但从“收权”到“放权”，再从“放权”

到“收权”，历史总是在周期性地循回与往复。而每

一次循回与往复都不可能再踏进“同一条河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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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再出发。

注释：

①学界对于社区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的概念辨识多有分

歧，考虑到社区工作者在地区发展中的重要性以及地方社会

工作政策对社区工作者的倾斜力度，本研究将社区工作者视

为中国特色社会工作者的一部分。

②广州市人民政府 .广州市社工服务站(家庭综合服务中

心)管理办法(穗府办规[2018]13号).2018-06-22，http://www.gz.
gov.cn/zwgk/fggw/sfbgtwj/conten/post_4758878.html。

③现有文献将“双百计划”出台背景归因于破解地方社会

工作区域发展不平衡、加强基层民政能力建设，由于其运作主

体和服务供给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笔者认为既有家综模式

的深陷囹圄亦是重要诱因。

④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陈奇在2019年度广东社工

“双百计划”督导项目年度总结会上的讲话 .2020-06-09，http://
www.shuangbai-plan.org/protal/17192/。

⑤陈涛 .广东社工“双百计划”意义初探 .中国社会报，

2017-11-22。
⑥有关杭州的研究资料主要来源于研究者从杭州及其下

属地市等民政部门获得的田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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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Administrative Employment Pattern and

Project Outsourcing Pattern?

—A Research on the Compound Strategy of

Government Purchasing Public Service
Wang Xuemeng Dong Guoli

Abstract：Direct domination of "Administrative Employment Pattern" and indirect domination of "Project Out⁃
sourcing Pattern", which represent the logical approaches of 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are the basic strate⁃
gies for the local governments to purchase public social service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case of Guangdong Province
and Hangzhou City in China, we found that under the rapid social transformation progress, Guangdong Province is ex⁃
periencing the transition from "Integrated Family Service Center" under "Project Outsourcing System" to "Guangdong’s
Five-year Social Service Plan" under "Administrative Employment Pattern"; At the same time, Hangzhou City is expe⁃
riencing the period from "Versatile Social Workers" under "Administrative Employment Pattern" to "Project Social
Workers" under "Project Outsourcing Pattern". The gradual evolution of both patterns in and out of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is the product of the proper balance of state decentralization and power collection, and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politics and society, which represents the rise of a Compound Strategy of Government Purchasing Public Service.
This strategy has established the logic of governance including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market and society, which
takes into account the multiple interests of social welfare, administrative control and professional value, and finally
speeds up the structural reorganization and functional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Key words：administrative employment pattern; project outsourcing pattern; compound strategy of government
purchasing public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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